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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 ArcGIS 软件及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东北地区 234 座唐朝渤海国古城遗址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城遗

址空间格局与自然条件的关系。通过对 234 座古城址进行分析，发现唐朝渤海国古城址主要集中在 4 个集聚区，即

图们江−鸭绿江流域集聚区（A）、牡丹江流域集聚区（B）、松花江−辽河流域集聚区（C）、穆棱河流域集聚区（D）。其

中图们江−鸭绿江流域集聚区是最主要的遗址分布区，位于研究区的南部，占遗址总量的 47.43%。研究区渤海国古

代城址呈北疏南密的分布特征，形成明显的“空间组群”格局。在当时的气候环境之下，水热条件等自然因素成为影

响城址的主要因素，而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区位等人文因素则对古城遗址的数量和分布起重要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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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遗址是一座城市历史的标本，是历史文化

信息的重要载体。古城遗址的分布具有内在的地理

空间特征，这些特征与自然环境和人类的活动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在长期的人地关系作用下形

成和确立[1]。研究古城址的空间格局，一方面可以了

解一个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另一方面有利于今后

对古城遗址的保护和开发。

公元 698 年，靺鞨族首领大祚荣在东牟山（即

今吉林敦化市附近六顶山）建立了一个地方政权，

史称渤海国[2]。在唐代渤海建国前，其先民“居无室

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以丘冢然”[2]，

主要居住建筑是半地穴式的房屋。在唐文化的影响

下，渤海建筑形式和行政区划发生巨大变化，这为

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古城遗址。以往对于唐朝渤海国

古城遗址的研究主要运用历史文献的方法，通过考

古发掘，相互印证唐朝渤海国古城的方位、布局形

式及其居住建筑等[3~5]，但对于渤海古城的分布特征

缺少整体认识。本文应用 GIS 技术进行历史地理

方面的研究，并与相关历史文献相结合，以期更深

刻的了解唐朝渤海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

方面的信息，为探讨渤海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

提供历史方面的依据，并丰富东北历史地理的分析

实证。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东北地区是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它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和长白山等主

要山脉构成外围，东北平原被环绕其中。这一地区

自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有人类活动。隋唐时期，

夫余及高丽王国相继灭亡，中原王朝统治深入东北

腹地，但靺鞨族崛起，建立了渤海国[6]。

唐朝渤海国在其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包括现在

的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北部和俄罗斯沿海州地

区[7]。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分布情况如图 1，该地区

处于东北平原之上，河流较多，四季分明。唐朝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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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比较温暖，处于中国近 5 000 a
来第二次寒冷期到第三次温暖期的过渡时期[8]，渤

海国自然环境较如今更为优越，物产丰富，故《新唐

书》称其为“海东盛国”[2]。

 
 

图 1    东北地区唐代渤海古城址统计范围
①

Fig.1    Statistical range of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asty

in Northeast China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文的 234 座唐朝渤海国古城遗址是由研究

区各县志等历史文献及考古发掘报告组成[9~11]，包

括 145 座平原城和 89 座山城。根据各个古城址的

位置记载，利用百度地图获取经纬度，运用地理空

间数据云获取东北地区 90 m 分辨率的 SRTM
DEM 数据、行政区划图及水系图，在 ArcGIS 10.2
软件中进行配准和矢量化处理，以此揭示唐朝渤海

国人类生活与自然和人文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最近邻分析法是 1954 年由生态学家 Clark 提

出的，最早被应用在种群分布格局分析中 [12]。后来

被 Pinder [13] 和 Ebdon [14] 改进，使之可以评估任意

空间点的分布。目前已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于历史

遗迹的聚类分析中[15~19]。

本文将唐朝渤海古城遗址抽象为点，运用最近

邻分析法更科学的探求唐代渤海古城遗址空间分布

情形。公式如下：

Rn =
d

C
√

A/n
（1）

d̄ = (Σd)/n （2）

C = 0.497+0.127
√

A/n （3）

d̄

式中，Rn 为最近邻比率；d 为每一点到其最邻近点

的距离； 为平均距离，表示点状事物之间的平均直

线距离；A 为框定研究区域的正方框的面积；n 为研

究区域内点的数量；C 为系数。当 Rn > 1 时，空间点

均匀分布，理论上，Rn 的最大值约为 2.15，此时空间

点呈完全均匀的六边形分布；当 Rn = 1 时，空间点

随机分布；当 0< Rn <1 时，空间点呈集聚性分布；

当 Rn = 0 时，表示彻底集聚，所有的点重合。 

2    古城遗址空间格局特征

根据最近邻分析模式，通过 ArcGIS 软件直接

测量。框定研究区域方框面积 A =350  684  km2，

234 处古城遗址间的平均直线距离为 11.17 km；计

算得出 C=5.41，利用公式（1）计算得出 Rn= 0.05。
Rn∈(0,1)，说明唐东北地区渤海古城遗址在空间上

趋于凝聚分布。为进一步分析，利用 ArcGIS 软件

制作点密度图（图 2a），可以明显看出唐朝渤海国古

城址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北疏南密的特征，具有“空

间组群”的格局。这说明渤海国城址的发展具有多

样化的趋势，且具有不平衡性，存在明显的地区差

异。可见，东北地区唐朝渤海国古城遗址的分布不

是随机的，而是在自然和人文条件下作用的必然结

果。为了便于分析研究区空间格局的成因，本文根

据古城遗址的地理位置，所属交通路线和所属水系

等特征，进一步将 234 座古城遗址点划分为图们江−
鸭绿江流域集聚区（A）、牡丹江流域集聚区（B）、松
花江−辽河流域集聚区（C）、穆棱河流域集聚区（D）

4 个集聚区（图 2b）。 

2.1    图们江−鸭绿江流域集聚区（A）
该区域分布 111 座古城遗址，占遗址总量的

47.43%，是东北地区渤海古城址的主要分布区。唐

朝渤海国设立五京，其中，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

和西京鸭渌府均在该区 [9,20]。该地区古城遗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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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ArcGIS10.2 中，将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绘制的“渤海全图”叠加中国 2020 年东北地区行政区图，进行地理配准，以描绘

出渤海国在中国境内的范围，不包括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朝鲜半岛等地区的古渤海国区域。
 



靠近都城且最为密集，可见渤海国是沿政治和经济

活动的中心线设城布局。该区纬度较研究区其它区

域低，温度相对较高，气候区位优势对该区也产生

了一定影响[21]。该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珲春平原、

海兰江流域的河谷平原在此分布，适宜建立大的都

市和城镇。 

2.2    牡丹江流域集聚区（B）
该区域分布 47 座古城遗址，占遗址总量的

20.09%，其古城遗址分布于京城影响区（A）的北部。

牡丹江在唐称为“忽汗河”，是靺鞨人的发祥地[22]。

牡丹江上游地区多为山城，中游支流纵横，是肥沃

的宁安盆地，水路交通条件便利，渤海上京龙泉府

坐落在这里[23,24]。该区的古城遗址基本围绕着牡丹

江分布，因此水文区位优势对该区影响较大。 

2.3    松花江−辽河流域集聚区（C）
该区域分布 69 座古城遗址，占遗址总量的

29.49%，是 4 个区域中古城遗址分布第二大的地区。

其内古城遗址分布跨度大，密度低。由于西部紧邻

宿敌契丹，山城分布较多，军事防御对该区影响较

大。渤海与唐贸易往来的营州道和渤海西行契丹的

交通古道是本地区的交通区位优势[25]。松花江和辽

河流经本区，绝大部分古城临河分布。 

2.4    穆棱河流域集聚区（D）
该区域分布 7 座古城遗址，占遗址总量的

2.99%，其古城遗址分布于牡丹江流域集聚区（B）的
东北部，是 4 个区域中古城遗址分布最少的地区。

该区域的纬度相对较高，温度较低。在唐朝时期，该

区紧邻北部边疆，通往北部的黑水靺鞨路对该区具

有一定的交通区位影响[26]。唐朝渤海国建立之初，

与黑水靺鞨此路进行商贸往来，后来随着一方的强

大，双方对峙[26]，唐朝渤海国在此设立府州，是重要

的军事防御地区，此路可能用于战争。该区城址多

分布在三江平原之上，且距湄沱湖较近，地形及穆

棱河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 

3    古城遗址空间分布格局的驱动力

分析

古城遗址是经过长期社会历史发展而积淀下

来的一个地区的历史标本，影响其空间布局的主要

因素可分为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大因素。 

3.1    城址空间分布与自然因素的关系

自然环境是古代城址空间分布和发展演变的

基础，它直接决定了城址所处的水热条件。自然条

件不仅直接影响了古城址的选址与布局，还间接影

响了古城遗址的空间结构形态、古城区的习俗文

化等。 

3.1.1    气候变化

研究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

季，是人类在东北较早栖息和开发的重要地区之一。

在唐代渤海国时期，该区域处于中国历史的第三次

温暖期（600~1 000 AD），气候特别温暖湿润，连年

风调雨顺，自然灾害较少[8]。粟末靺鞨等部比北部居

民具有更为有利的自然条件，因此能比其北部的族

人发展更快，并由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建立渤海

国。唐朝渤海国地区具有相对于今天更为优越的地

表水条件，湖沼面积更大，区内环境适宜人们耕种

生活和筑城[27]，这种气候类型对于渤海国的存在和

发展是有利的。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对于渤海国建筑

 

图 2    东北地区渤海古城遗址密度（a）及集聚区分布（b）
Fig.2    Density of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asty in Northeast China (a) and distribution of agglomeration area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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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显著的影响，由于东北地区的冬季寒冷且漫长，

渤海的建筑墙体多为厚重保温的土坯墙，采暖体系

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10]。 

3.1.2    海拔高程

通过将研究区唐朝渤海国古城遗址与 90 m 分

辨率的 DEM 数据叠加可得遗址不同海拔分层设色

的地形图（图 3），利用 ArcGIS 提取各个古城遗址

的高程，得出不同高程范围内的古城数量，可以分

析遗址分布与高程的关系。

 
 

图 3    东北地区渤海古城遗址高程

Fig.3    Elevation of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asty in Northeast China

 
通过表 1 可以看到： 25.2% 的古城分布在

200~300 m 的高程上面，占比最大；20.5% 的古城

分布在 300~400 m 的高程上面；小于 100 m 的高程

上面分布了 6.4% 的古城，占比最小。可见，唐朝渤

海国古城分布数量在高程上呈现“两头小，中间大”

的特点。平原城址在 200~300 m 中分布最多，为

38 个，其平均高程为 316.2 m；山城址在 0~100 m
中没有分布，在 200~700 m 分布较均匀，其平均高

度为 448.9 m，高于平原城址，符合军事防御等对山

城址的要求。 

3.1.3    坡度

地面坡度对居民用地选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通过东北地区 DEM 数据生成坡度图（图 4），然后

利用 ArcGIS 提取不同坡度范围内的古城址数目，

分析古城分布与坡度的关系。根据毕硕本等[28] 对坡

度的分类方法，可以将坡度分为 6 个等级：非常适

宜人类居住（0~3°）、较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坡度

（3°~6°）、适宜人类居住的坡度（6°~9°）、不太适宜

人类居住的坡度（9°~12°）、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坡度

（12°~15°）和非常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坡度（15°
以上）。

根据表 2 可知，东北地区唐朝渤海古城遗址在

各个坡度段均有分布，分布在坡度 0~3°的遗址最多，

有 91 个，占古城总量的 38.9%；坡度在 15°以上的

古城最少，有 13 个，占古城总量的 5.6%。随着坡度

的升高，唐朝渤海国平原城址的数量在减少。山城

址的平均坡度（8.5°）较平原城址的平均坡度（2.6°）
高，有利于御敌和防守。根据《新唐书·渤海传》得知，

渤海国“俗所贵者，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

之豉，扶余之鹿……果有丸都之李，乐游之梨” [2]。

唐朝渤海国的物产较为丰富，且其物产中的菟、鹿、

李、梨等多出自林地，因此可推断渤海国畜牧业及

狩猎业也较为发达，而渤海国仍有 23.1% 的古城址

位于不太适宜甚至非常不适宜农耕的坡度，这些居

民可能就是以狩猎或者畜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 

3.1.4    坡向

坡向是指坡面的朝向，表示某处最陡的倾斜方

向。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水平限制，人工取暖条件

有限。因此‚坡向也是居民点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东北地区所处的纬度位置高，东西坡向坡面日

照效果好，但夏季过热；东南坡面在一年中均具有

良好的日照，西北面获得日照较少，且受西伯利亚

而来的西北风影响较大；西南坡面夏季午后热，东

北坡面一般日照较少，一般较少采用；南向坡面在

冬季中午前后均能获得大量日照，夏季阳光射入量

少，北向坡面阳光较少，冬季较冷。从上面坡向分析

的情况来看，将坡向划分为 4 类：最合适居民居住

的坡向（南向）、适合居住坡向（东南）、比较适宜居

 
表 1    古城遗址类型高程分布数量/个

Table 1    Elevation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city sites type number per site
 

类型 <100 m 100~200 m 200~300 m 300~400 m 400~500 m 500~600 m >600 m

平原城 15 21 38 32 17 12 10

山城址 0 4 18 16 18 15 18

总数（占比/%） 15（6.4） 25（10.7） 59（25.2） 48（20.5） 32（13.7） 27（11.5） 2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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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坡向（西北和北向）和不适宜居住的坡向（东向、

西向、东北向、西南向）。利用坡向分析生成研究区

坡向图（图 5）。
由表 3 可知，最适合居民居住的坡向上（南向）

古城数量最多，有 38 个，占遗址总数的 16.2%；而

西向（不适宜居住的坡向）古城数量最少，有 11 个，

占遗址总数的 4.7%。可见，研究区大部分的古城址

符合适宜生产生活的选择，还有少部分城址位于不

太适合居住的坡向，这可能与城址自身的高程、坡

度及军事功能有关。
 

3.1.5    水源

在中国古代，水源是城市选址的重要参考因

素。《管子·乘马》中，就曾提到“高毋近旱而水用

足，低毋近水而沟防省”，这说明水源对于城市的

生活和军事都有重要影响[29]。东北地区河流较多，

共有七大河流，分属松花江和辽河流域两大水系，

季节性较强，降水是主要的水资源补给。由于降

水量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也呈现出东多西少的情

况。将东北地区的水系图导入 ArcGIS 软件，分别

对河流做出了各级缓冲区，再将唐朝渤海古城址

的位置与之叠加，得到唐渤海古城遗址的河流缓

冲区（图 6）。
唐朝渤海国十分重视农业，生活用水和农业灌

溉都需要离河流较近以方便取水[20]，但是如果距离

太近容易遭受洪涝灾害。研究发现，平原城距离河

岸平均距离 479.3 m，山城距离河岸平均距离 515.6 m。

由表 4 可知，200~400 m 之内的城池最多，为 47 座，

占比 20.1%，符合唐朝渤海国的选址需要。但是也

有一些城址距离河流较远，可能该地区有水井等水

源，受河流影响弱。

综上，海拔、坡度、坡向及水源均影响渤海古城

的分布。唐朝渤海国古城遗址更多分布在气候相对

温暖、海拔较低、光照良好且水源充足的地区。研

究区处于温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夏季风从海洋

吹向陆地，区内降水量自东向西减少，为了保证居

住的舒适度和生产生活用水，人们选择在东部生存。

因此，研究区东部古城的密度高于西部。 

3.2    城址空间分布与人文因素的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

人文因素影响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 

3.2.1    经济发展

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就无法继续

维持武力征伐的需要，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完善

的国家统治机器。唐朝渤海国内部包含农业、渔

 

图 4    东北地区渤海古城遗址坡度

Fig.4    Slope of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asty in Northeast China

 
表 2    古城遗址类型坡度分布数量/个

Table 2    Slope distribution quantity of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asty
 

坡度 0~3° 3°~6° 6°~9° 9°~12° 12°~15° 15°以上

平原城 80 29 21 6 4 3

山城址 14 20 16 16 15 10

总计（占比/%） 94（40.2） 49（20.9） 37（15.8） 22（9.4） 19（8.1） 13（5.6）

 
表 3    古城遗址类型坡向分布数量/个

Table 3    Aspect distribution quantity of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asty
 

类型 平地 南 东南 西北 北 东 西 东北 西南 总计

平原址 25 22 19 12 17 14 5 11 20 145

山城址 0 16 18 10 10 8 6 7 14 89

总计（占比/%） 25（10.7） 38（16.2） 37（15.8） 22（9.4） 27（11.5） 22（9.4） 11（4.7） 18（7.6） 34（14.5）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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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和狩猎区，历史基础、民族构成和自然环境差

异较大[7]，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物质

文化的交流融合亦影响着该区域整体景观和城市

建置格局。渤海国各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发展不平

衡，但以农业为主。农民在平原上建城以便于取

水和种植粟、麦、豆、稻等作物。畜牧业则在山区

饲养猪、马、牛、羊等。渤海国手工业相当发达，

尤以纺织、陶瓷、冶炼、造船等部门突出。上京城

和河南屯城址均出土过代表渤海国农业铁器进步

的铧[30]。在西古城遗址东 400 m 处还发现了冶铁

痕迹[31]，在今黑龙江省东宁县大城子古城出土有

铜炼渣和大量的铜器[32]，说明这里有居民冶炼铜

业并且生产生活。在与周边地区的往来中，唐朝

渤海国的 6 条对外交通路线是经济繁荣和文化交

流的最好证明。 

3.2.2    交通区位

在渤海国中后期，以上京龙泉府为中心的基本

干线道路网建设日臻成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水陆

交通运输体系，城市交通比较发达，方便平原城修

筑在交通便利的沃野平原。除了内部交通体系完备，

渤海国还有 6 条对外的交通要道[33]。营州道是渤海

国由陆路通往中原的重要路线，迄今发现的渤海石

湖古城、龙潭山山城和东团山山城是当年交通繁荣

的佐证[34]。鸭渌朝贡道也是相对唐朝而言的渤海国

道，在渤海国二百余年的历史上，渤海国入唐朝贡

和唐朝出使渤海国绝大多数是通过这条路线进行，

渤海国与唐朝的普通人员来往和物资交流主要也是

通过这里，叆河尖古城、和龙西古城和獐项古城均

是这条道路的交通要冲。日本道为渤海国和日本的

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35]。在 755 年之前，

太阳城、城子山山城和河龙古城是这条道路上的重

要枢纽，755 年迁都之后，汪清县的龙泉坪古城等在

这条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36]。新罗道和契丹道分别

是南入新罗和西行契丹的交通古道，它们的主要用

途是渤海国的开疆扩土和军事战略，栅城、萨其城、

苏密城、八棵树古城是此二路的重要支点。除这五

条道路外，《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上京城还有通往

黑水靺鞨的道路，“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

里”[2]，这是渤海国征服、统治北方诸部的重要通道。

由此可见，交通区位对于研究区古城址的空间

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强大的交通网络还促

进了渤海国与周边地区密切的商贸往来。唐朝渤海

国时期不仅是中古时期东北亚跨区域、跨国水路交

通的全面开拓期，也是东北亚古代跨国交通的成熟

 

图 5    东北地区渤海古城遗址坡向

Fig.5    Aspect of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asty in
Northeast China

 

图 6    东北地区渤海古城遗址河流缓冲区

Fig.6    River buffer zone of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
asty in Northeast China

 
表 4    古城类型河流缓冲区分布数量/个

Table 4    Distribution quantity of river buffer zone of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asty
 

类型 0~200 m 200~400 m 400~600 m 600~800 m 800~1 000 m 1 000~1 200 m >1 200 m

平原城 28 29 25 26 16 6 15

山城 9 18 19 17 11 9 6

总计（占比/%） 37（15.8） 47（20.1） 44（18.8） 43（18.4） 27（11.5） 15（6.4） 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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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其后辽金元时代与王氏高丽和日本、明清与李

氏朝鲜和日本的交通，也多奠基于此。 

3.2.3    都城建置

都城是政权或国家推行其统治的中心。渤海国

仿照唐制领有五京，并将它们的所在地作为封建统

治的据点[37]。建都之后，渤海国成立与都城配套的

其它行政区域城市及机构。随着渤海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政洽的巩固，五京成为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经

济、军事上的统治中心，是“海东盛国”时期的繁盛

城镇，五京的建置对其它中小城址的构建具有辐射

和带动作用。

上京龙泉府作为都城长达 162 a，是当时中国

与亚洲的第三大城市，渤海国建立后逐渐形成了

以上京龙泉府为中心的东北亚经济区。中京显德

府是唐朝渤海国的第二座都城，位于渤海国的腹

地，也是上京龙泉府与东京龙原府、西京鸭渌府

和南京南海府之间往来的重要枢纽 [30]。据统计，

位于今吉林省东部的 7 个市县中，属于中京显德

府管辖范围的渤海国古城址、遗址就有 107 处[31]。

东京龙原府为渤海国的第四座都城。贞元元年

（785 年），大钦茂将都城迁到东京龙原府，在东南

部大面积种植小麦、黄豆、亚麻、玉米等农作物。

同时注重生产加工，使得农业发展迅速。其周围

城市和村镇的分布比较密集，温特赫部城、萨其

城、城墙砬子山城等城镇规模较大。东京和南京

靠近或面临大海，是渤海国与日本友好往来的水

陆路中转站。西京鸭渌府位于鸭渌朝贡道水陆路

转换的起讫点上，是渤海国与唐朝友好往来的主

要中转站[35]。五京附近不仅有许多渤海时期的其

他古城，还有庙宇、村落址和墓葬遗址。随着渤海

国的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的陆

续建成，唐代东北地区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城市和

村镇，分布日趋合理，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

市体系[37]。 

3.2.4    军事防御

唐朝渤海国在西有契丹制约，南有宿敌新罗，

北有黑水靺鞨的抗衡，因此其不得不加强军事力量。

在中国东北地区渤海国建有 89 座山城，占城址总

数的 38.03%。渤海国的山城亦称平原城的卫城，这

些山城的修筑是依渤海国所处的地理形势和军事上

的需要，在平原城附近的山峦上建造的。它们多以

石筑城墙坐落在当时的交通要道上，十分坚固险要。

山城亦是战争时期临时避难所，难攻易守，有利于

御敌和防守。在今牡丹江市镜泊乡北方发现了镜泊

湖江段长城，坐落在镜泊湖周围山上的城子后山城、

重唇河山城、城墙砬子山城均为渤海国早期的御敌

山城，可能用于防御北方强大的黑水靺鞨[30]。扶余

府为渤海西部边地重镇，是通往契丹的咽喉要地，

常驻重兵以防备契丹[31]，所以在扶余府故地构筑有

较多山城。抚松新安古城即为当时丰州治所，是渤

海“朝贡道”上的险要城池，为连接渤海都城与唐朝

都城长安的重要纽带[37]，充当扼守交通要冲的军事

重镇。

总之，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区位、都城

建置和军事防御都对古城遗址的分布产生影响。唐

朝渤海国的政治、经济日益繁荣，在发展对外贸易

之时注意抵御外族侵扰，一系列的举措使得人民安

居乐业。其中，东部京城周围分布的城址数量要多

于西部交通线路上的城址。根据境内经济和文化与

政治和交通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严格标准、规模

宏大的古城遗址格局。 

4    结论

第一，东北地区唐朝渤海古城遗址呈现西疏东

密的特征，形成明显的“空间组群”格局。从地理空

间上看，可将渤海古城遗址分为“图们江−鸭绿江流

域集聚区”“牡丹江流域集聚区”“松花江−辽河流域

集聚区”“穆棱河流域集聚区”4 个集聚区。因城址

社会功能的差异，城址的自然因素已呈现出明显的

不同。西部地区主要毗邻契丹，这里的遗址多山城，

而且坡度向西的较多，并且大多城址建在 2 个高地

的中间，一方面水源充沛，另一方面军事防御作用

明显。面对北部黑水靺鞨的军事压力，穆棱河流域

集聚区的古城遗址分布也有西部地区类似的特征。

“图们江−鸭绿江流域集聚区”和“牡丹江流域集聚

区”是渤海国的人口核心聚居区，是渤海人的生产

生活中心，因此这里的古城遗址主要集中在河流附

近，交通发达便于商贸往来、水源丰沛便于开展农

业生产。人口的大量聚集也使这一地区文化发展远

超其他地区，佛教遗址、建筑宫殿、陵寝墓葬也远多

于其他地区。

第二，从渤海古城遗址的分布看，古城遗址选

取的地理条件较为优越，绝大部分古城遗址的位置

具有良好的水热条件且资源丰富。这一方面说明渤

海建筑文化深受唐王朝的影响，以农业生产的自然

条件，作为人口聚集城镇选址的主要考虑因素。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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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渤海也继承了东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战争的

经验，经营一些山城，以增强国家的军事防卫力量。

这也进一步说明渤海时期，是东北地区民族交融的

关键时期。唐王朝先进的生产方式通过文化交流和

商贸往来的形式不断向东北地区传播，经过渤海的

吸收消化，再向更北部的黑水靺鞨和东部的朝鲜半

岛传递。这在渤海古城的建筑遗迹方面和渤海的农

业生产技术方面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印证。

第三，大多数渤海古城遗址，都在渤海对外交

往的 6 条交通道路沿线上。营州道、鸭绿朝贡道、

日本道、契丹道、新罗道、黑水道，既是渤海国各城

市聚集的线性分布带，也是联通渤海内部主要城镇

的交通网络。这 6 条道路不仅是陆路交通线，也有

水路交通线，这说明唐渤海国在当时已经有非常成

熟的造船和海上远洋技术。这也使渤海一度成为唐

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成为向今库页岛地区、

朝鲜半岛地区进行文化输出和施加政治影响的核心

地区，也是向西牵制游牧民族南进的军事战略策应

地区。因此，可以认为对渤海的关系是唐王朝边疆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国的命运也和唐王朝的

国力紧紧连在一起。

综上，唐渤海古城址分布是气候、坡度、坡向和

水源等自然因素和经济、政治、军事和交通等人文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又会对生产方式、文化

信仰、技术传播、商贸往来等产生深远的影响，进而

影响到一个渤海政权的政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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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asty in Northeast China

Liu Haiyang1,2，Fu Yuxin1，Yin Minghui1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32, Jilin, China; 2. Jilin Key Laboratory of
Changbai Mountain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Ethnic Migration, Changchun 130032, Jilin,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Bohai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Northeast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underwent great changes in terms of urban patterns and architectural styles. The change
provides a large number of ancient city sites for studying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China today.
With ArcGIS software an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234
ancient city sites in the Bohai Kingdom of Tang Dynasty in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ancient  city  sites  and  natural  conditions.  By  analyzing  234  ancient  city  sites  with  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asty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4  agglomeration  areas,  namely  the  Tumen  River-Yalu  River  Agglomeration  Area  (A),  Mudan  River  Ag-
glomeration Area (B), Songhua River-Liao River Agglomeration Area (C), Muling River Agglomeration Area
(D). Among them, accounting for 47.43% of the total sites, the Tumen River-Yalu River Agglomeration Area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one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study area.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he way of from sparse to dense from north to the south, forming an obvious pat-
tern of spatial clusters. In the climatic environment of the time,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water and heat condi-
tions becam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ity sit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old climate of the northeast, the
outer walls of the city buildings were thicker than those in the central plains; sites below 500 m in elevation ac-
counted for nearly 70% of the total number; nearly 80% of the city sites were built in flatter areas below 9°; in
order to have better lighting, most of the city sites were chosen to face south on slopes; more than 80% of the
sites were chosen to be within 1 000 m from the river. These show that natural conditions had an important in-
fluence on the choice of the Bohai city site. Human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transporta-
tion locations guided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city sites. These human factors include Bohai agri-
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and handicrafts  economic form which made Bohai  city site  closer  to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Bohai Kindom is also the transportation hub of the northeast of the Tang Dynasty. Transportation
routes have an 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ity site. Bohai and surrounding people have been at war, that
part  of  the  city  site  plays  an important  military  defense  function.  In  summar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sites in Bohai is the result of both natural and humanistic influences, and i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hu-
man adaptation to nature and the use of nature.

Key words:  Ancient Bohai City relics in Tang Dynasty; 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 pattern; environmental driv-
ing force; humanistic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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